
唐玄宗李隆基在即位前期，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开创了
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但是在其晚年，由于意志衰退，贪图享
乐，委政于权臣，给朝政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尤其在处理安史
之乱这样的重大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的原因，学术界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是从公共危机管理
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至今尚未见到相关成果问世。其实唐
王朝曾经建立起一套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只是由于唐玄宗未
能很好坚持执行这一制度, 因而不能制约分裂势力的壮大，
终于导致了这次公共危机的发生。可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缺失所导致的
恶果。本文着重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例进行分析。
一、唐王朝危机预防制度的设计
经历隋末战乱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

尤其是总结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制度设计上,对原有政
治体制进行了革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防范机制。
首先，在宰相制度上，群相分权，互相制衡，集体议事，权

归皇帝。唐前期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为宰相，虽然后
来又出现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名
号，但在宰相人数的设置方面，仍然保持了较多的职数，以便
互相制约。宰相既然人数众多，为了便于对军国大事的讨论
与决策，便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场所，这就是政事堂，宰相权力
更多地体现在政事堂会议上。为了便于议事，政事堂召开会
议时必须要有一个主持者，这就是秉笔宰相，他具有首席宰
相的地位。为了防止秉笔宰相专权，唐初规定由三省长官轮
流秉笔，每十天一换，后来又改为每日轮换秉笔，这样就可以
有效地防范宰相专权擅政。
其次，部门之间权力的限制与制约。唐朝实行三省六部

制，其中中书省为制令机关，即皇帝的诏敕由其起草；门下省
是审议机关，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必须经过其审议，否则不能

颁布执行；尚书省是政务机关，皇帝的诏敕由其颁布执行。三
省处于鼎立状态，也就是说其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一省也不
得凌驾于其它省之上，从而比较有效地保持了这些重要部门
之间权力的平衡，达到了相互制约的目的。六部隶属于尚书
省，它们分别掌管全国的各类政务工作，相关政令都是由其
制定并颁布，但是六部却不能直接掌管事务性工作，具体事
务性工作是由九寺五监等部门掌管的，它们遵照六部的政令
进行工作，自身并无制定政令的权力。比如工部掌管工程方
面的政令，在工程立项、工程设计、工程预算等方面拥有绝对
的权力，但是具体工程建设的实施却由将作监等部门负责，
工部并不能干预，这样就比较有效地预防了贪污与贿赂之事
的发生。
再次，加强监督与检查。唐朝的最高监察机构是御史台，

下设三院御史，即台院之侍御史，殿院之殿中侍御史和察院
之监察御史。台院负责对在京百官的监察和奏弹，殿院负责
殿廷供奉之仪式的监察, 并与台院共同负责巡察两京地区
（长安、洛阳），包括对两京各中央部门和郊区的日常巡察；察
院则负责地方的监察, 监察御史每年都要分赴全国各地巡
察，发现不法之事，大事奏裁，小事立决，权力极大。唐代监察
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加强了日常的监察工作，比如尚书省召
开政务方面的会议，其有权参与，以便随时监察，在京各部门
包括禁军驻地亦有权随时巡察。重要物资和资金出纳，御史
台都要派人到场监察，并不是发生问题后，再事后查处。此
外，唐朝的中央与地方各部门内部还设置有专门的审计与监
察官员，并且规定本部门处理的公文必须有这类官员的署名
签字，接受的上级公文和下发的公文，都由其登记接收和处
理完毕的日期，以便随时监督，避免延误工作，拖拉扯皮。
在唐前期100多年里，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既避

免了权臣专权，又比较有效地维持了各机构的正常运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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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有效保证了皇权的稳固和国家权力格局的相对稳定，具
有十分明显的权力制衡的作用。
最后，在军事方面，形成了“内重外轻”军事格局，内外制
衡，相互制约。唐前期，军队以府兵为主体，同时还有北衙禁
军。太宗时，整顿府兵制度，把军府更名为折冲府。全国折冲
府最多时有 633（或634）个，其中关内道有261个。因为关内
道是京畿所在之地，是军事防御的重点地区，故其军府占全
国总数40％以上，兵力最为雄厚。如果关内道发生问题，举全
国之兵力足可以进行讨伐；如果某一地区发生问题，仅依靠
关内道之兵就可以轻易地讨平。
全国的军府分别由中央十二卫管辖，每卫各辖数十个军

府，十二卫之间互不存在统辖关系，从而达到军权分散之目
的。十二卫虽然有握兵之要，但却无调兵之权；兵部有调兵之
权，却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唐朝规定除紧急军情之外，凡调发
十人、十马以上，都要有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的符、契为凭，
才可以调动军队。“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
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
渐、绝祸乱之萌也。”[1]至于领兵的边将，“凡诸军镇，使、副使
已上，皆四年一替”，[2]皇帝通过兵部和诸卫（率）直接控制了
全国的常备军队。诸卫与兵部之间互相牵制，共同对皇帝负
责。这种纵横交织的军事控制机制，有效保证了皇帝对军权
的控制。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战略
部署，形成了军事上居重驭轻的局面。在京城驻扎的禁军，分
为北衙禁军与南衙卫军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互不统辖，其
中北衙禁军归宦官掌管，南衙卫军由宰相统率，从而达到了
相互制约之目的，在京畿形成了一种军事平衡，从而确保中
央政权的稳固。
二、危机预防制度的破坏
唐前期在政治、军事上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唐帝国的稳定

发展。但是到玄宗开元年间，这些有效的制度遭到人为破坏，
制度上防范危机的功能逐渐丧失。
首先，宰相分权制度遭到破坏。开元十一年(723年)，中书

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五房于其后:一日
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
主众务焉”[3]由此政事堂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宰相的权力
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就是宰相的数量减少了，“开元以来，
常以二人为限，或多则三人”。[4]秉笔宰相轮换制也遭到破坏，
长期以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以中书令的身份任秉笔宰相，破
坏了原来群相分权、集体议事之制，变相恢复了专职宰相制。
在这一时期使职差遣制大为流行，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
轻”的局面，[5]有的宰相身兼数十职，如杨国忠便是如此。他甚
至在家中办公，决定官员的任免，而皇帝不加过问。
其次，内外军事制衡局面发生逆转。唐朝实行了一百多
年府兵制至此遭到了破坏，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敕：“以为
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
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6]这道敕书的颁

布，标志着府兵制的彻底终结。募兵制推广到全国，并允许节
度使自行募兵，使节度使的权势顿时大增。自高宗中叶起，为
增强边防力量，唐帝国主要是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广置烽
戍，增加驻军，”至睿宗时，则开始在边境重要军区设立节度
使。到天宝初年，节度使（经略使）陆续增加到十个：即安西、
北庭、河西、陇右、剑南、朔方、河东、范阳、平卢等节度使以及
岭南五府经略使。这些节度使拥有强大的兵力和财力，而且
全部分布在沿边地区，内地包括京师的兵力非常虚弱，从而
使内外制衡的军事体制遭到了破坏。天宝元年（742年），全国
共有兵士57.4万人，而边境上就有49万多人，竟比中央和内
地多了五倍，其中安禄山的部队最多，拥兵20万，战斗力也最
强。中央的警卫部队，因“天子（玄宗）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
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7]所以军事训练逐步废弛。南
衙卫兵早已不复存在，而北衙禁军，养尊处优，以致徒有虚
名。唐初以来的内重外轻的军事制衡局面此时却颠倒过来，
变成内轻外重了。
再次，地方军镇主官定期换防形同虚设。在权力制衡、防
范领军大将尾大不掉方面，唐朝政府已有制度化的规定：“凡
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8]且唐代的各级官吏，上
至刺史，下至参军等，均由中央直接任免与调动。由此可知，
唐王朝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数年一任。仅仅如此还
不够，在用人方面也有规定：“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
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
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
大臣为使以制之”。[9]6888-6889但是安禄山自天宝元年担任平卢
节度使，天宝四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兼任河东节度
使，到其造反时，长达十多年没有换地方，从而为其培育私人
势力创造了条件。
玄宗从开元末以来，由于年事渐高，施政力求稳定，希望

有一个能力强且忠于自己的人才来维护边境安定，这是他选
择安禄山的根本原因，而缺乏应有的危机管理意识。唐玄宗
对危机预防体制的改进，仅仅就是在开元后期设置了监军
使，尽管这种做法在对其他领兵将帅的监督和牵制方面，能
起到一定的作用。然监军使最终也没有能阻止军权下移、领
兵将帅势力膨胀的趋势, 更何况他根本就没有向安禄山派遣
监军使，可见其危机管理意识已经薄弱到何种程度。这说明从制
度上防范边帅坐大才是治本之策，舍此别无他途。
高力士于开元二十三年、天宝十年、十三年三次曾向玄

宗反映，[10]其中有两次涉及边帅拥兵自重问题，高力士明确
提醒玄宗：“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
不可复救！”玄宗只是说“朕徐思之”[8]6927而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使帝国政府的危机预防制度出现了重大安全漏洞，最终
酿成难以收拾的悲剧。
三、安史之乱的爆发及其思考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造反。由于
内地长期以来缺乏防范突发事件的准备, 叛军很快席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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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南等地，并攻下了唐朝的两京，即洛阳和长安，迫使唐
玄宗逃到成都避难。后来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虽然平定
了叛乱，然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大唐
帝国从盛世走向了衰落。
这一危机的爆发，乃是由于玄宗在危机管理上没有严格
执行防范制度，危机管理意识缺失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朝
廷内部矛盾重重，宰相杨国忠因“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
隙”。于是总在玄宗面前挑拨，“国忠寡谋矜躁，谓禄山跋扈不
足图，故激怒之使必反”。[8]杨国忠因个人恩怨置国家大事于
不顾，为了逼迫安禄山造反，先是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
京的第宅，逮捕安禄山的亲信多人，并秘密处死。借口韦陟贿
赂御史中丞吉温，求救于安禄山的事件，又将安禄山在京亲
信吉温贬为外官。[9]6929作为皇帝的唐玄宗仍未感到事态严重，
反而欲通过加授安禄山为宰相的办法来安抚他，结果由于杨
国忠的反对而作罢，只是“加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一子
四品”。[9]6923至此，玄宗仍没有任何警惕心理。天宝十三载安禄
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
禄山又求兼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9]6923-6924“闲厩使”与总
监都是专门负责战马牧养、管理和供给的官职。玄宗此举无
疑进一步强化了安禄山的实力，致使安禄山在叛乱前夕利用
这种权力给自己调拨了大批战马。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
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开始做反抗中央的准备。尽管
宰相杨国忠和韦见素表示反对，但是玄宗却信心十足，“禄
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同意了安的请求。后来在与大臣
召开的殿前会议上，答应考虑杨国忠提出的“以贾循为范阳
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11]6930

以分安禄山大权、防范其可能造反的危机解决方案。但是玄
宗并没有把任命诏书发出去，而是“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
赐禄山，潜察其变”。结果辅璆琳接受厚赂，“盛言禄山竭忠奉
国，无有二心”。[11]6930而“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六月，玄宗
因“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七月，安上
“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河
南尹达奚珣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
夫，无烦本军。’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璆琳受赂
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后来玄宗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
谕禄山“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安禄山更不敢来了。至此，玄宗
仍没意识到将会爆发空前大危机，也没有做任何政治、军事
准备。[11]693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唐玄宗在危机面前不
仅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 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安禄山的气焰，
增强了其实力。可见危机管理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是多
么的严重，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任何个人恩惠及帝王
权术都是无济于事的。
唐玄宗作为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其统治前期，在应

对国内自然灾难、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冲突、防范宰相权力过

大、西北将领坐大方面，他的危机管理意识很强。比如对曾担
任过朔方、河东、河西、陇右等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和户部侍
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等处置，干净利落，毫不手软。[12]
6882-6883、6912对于一些比较强势的宰相，如名相姚崇、宋璟，尽管
他们辅佐玄宗，促成开元盛世，贡献甚大，出于防范宰相权重
的需要，仍然不让他们久任宰相。在对待宰相张说、张九龄的
问题上，玄宗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在其晚年，这种防范意识逐
渐淡漠了，致使李林甫、杨国忠长期专权，从而激化了统治阶
级内部的矛盾，而盲目发动的对吐蕃、南诏的战争，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使当时的社会矛盾又进
一步激化了。对这些矛盾唐玄宗视而不见，对迫在眉睫的安
禄山问题，他出于个人的情感偏爱，没有任何警惕心理，自然
也不会启动危机管理体制。
当危机爆发后，玄宗在好几天后才收到安禄山反叛的消

息，而且一开始还不大相信。等到确认下来，采取的措施中又
有一部分失当，没有注意整合一切可以化解这场危机的资源
和力量，缺乏全局意识、风险意识，认识不到这场危机的危险
程度、破坏程度，而是急急忙忙杀掉安禄山的儿子（本可以做
人质），在军事力量没有集中、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催促哥舒
翰与安禄山灵宝决战（本可以固守待援），导致潼关失守，致
使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司马光就曾批评晚年的玄宗危机防
范意识淡薄，他说“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
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
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13]6994安史之乱作为一个典型的公
共危机管理案例，为后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从中
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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